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张扬女性生命本体的性别语言

      ——论“女性声音的诗学” 

【作者】王春荣/吴玉杰

【内容提要】 

“声音的诗学”属于后现代语境中“先锋批评”的美学范畴。作为美学范畴的声音，既是一个文化概

念，也是一个叙事学语词，同时也是一种审美意象。女性生存的意义在于反驳男性声音暴力，以女性

意识，发出自己的声音，进行女性的审美创造。对女性“声音”即文本内蕴和话语方式的研究即“女

性声音的诗学”。从无身份的沉默或称“类失语”，到“自听自说”，再到发出“自己的声音”，建

构了女性“发声”的历史，也是女性主体价值确认的历史。在两性声音场域中，不能只有一种声音，

只有两性和声，才更符合社会的、美学的和谐生态观。

【关键词】 声音诗学/自己的声音/女性声音的诗学/两性和声

    “声音的诗学”，属于后现代语境中“先锋批评”的美学范畴。它是针对20世纪文学中的各种

“声响”——主流/非主流的，和谐/不和谐的，男性/女性的，经典/非经典的各种文本，所进行的类

似中医术似的“望、闻、问、切”，批评指点，从而张扬批评主体的思想狂欢，发出个人化的自由之

声，在思潮迭起的批评学领域，它实质上属于文化研究。张闳先生的《声音的诗学》[1] 便是这样的

一部著作，它以一种解构主义姿态打破了对于经典解读的传统理念和方法，抓住作家所创造的“声音

意象”，从一个崭新的维度，透过文本的声音，洞察作家和时代的文化心音，显示了声音诗学的阐释

魅力。 

    “声音的诗学”，其哲学基础来自于现象学和解构主义思想，当然，巴赫金的叙事学范畴中的

“声音”，也给予“声音的诗学”以形式主义美学因子。解构主义大师雅克·德里达在研究胡塞尔的

现象学时就提出了他的“声音中心主义”（又译为“语音中心主义”）。这位一向被称为“去中心主

义”的人物，却对“声音中心”情有独钟，在这里非但没有“去中心”，反倒一再强调“声音中心主

义”乃胡塞尔现象学的特点。他说：“逻格斯中心主义也是一种语音中心主义：它指声音与存在，声

音与存在的意义以及声音与意义的理想状态之间的临近关系。”[2]（P388）德里达同时界定了“声

音”的本质，“声音中心主义”的内涵，强调了声音与存在、与存在的意义，以及与意义的理想状态

之间的临近关系等的关联领域。 

    “女性声音的诗学”是把女性声音作为研究对象，即研究主体面对文学女性和女性文本所发出的

声音，进行细心的倾听和认真的解读，并把它上升到文化的、审美的、哲学的高度上加以阐释，从而

建构女性文化诗学。刘思谦先生早在20世纪90年代初期，就把倾听和阐释女性声音视为女性文学研究

的主旨。她指出：“女性文学研究首先是对这些发自她们血肉之躯的体验和声音的认真阅读和细心倾

听。它不是要从中寻找什么女性的性别姿态或先验本质；不是代替他们向不公正的历史诉苦；不是要

以女性至上来代替男性至上、以女权来代替男权；也不是以一连串女作家和作品的名字来点缀、丰富

以男性为中心、为主体的传统文学。它的观察焦点和思维重点应放在女性文学文本和女作家本人上

面，重新发现被埋没和被曲解的女性文学作品和女作家，从女性自己的书写中发现被意识形态压抑、

藏匿、扭曲了的女性的生存体验和生命存在的真实。如果说女性文学研究有它的价值目标的话，那便

是包括男性在内的人的价值的全面实现，便是社会压抑的解除和人的彻底解放这一十分遥远的价值目

标。”[3]（P23）刘先生的观点体现了超性别（女性）研究的学术视野和人类生态美学的理想，她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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际上就是在具体阐发“女性声音的诗学”。在已有的女性文学研究的大量成果中，以“声音”和“女

性声音”为主题词的学术著述已不乏其例。事实上，如果我们赞同文本、文字即声音的观点，那么，

所有研究女性文学现象的学术见解、思想成果均可视为女性声音的诗学。 

    一 

    “女性声音的诗学”首先关注的是女性声音与女性存在的关系，探讨在男性话语中心的历史文化

语境中，女性寻找自己声音的艰难历程及其历史真相。 

    现代哲学家认为，“语言是生存的寓所”，“唯有言说使人成为人的生命存在”。没有语言和言

说，人类也就丧失了精神栖居的场所，这也正是人类区别于其他一切生物的理由。对于女性来说，倾

听和言说尤为重要，写作是女性生存体验的真实记录，声音的表达乃生命的需要、身体的快乐。女性

拥有了自己的声音，就意味拥有了自己的话语权、生存权和自由意志。 

    但是，自封建社会确立以来，在人类的话语场中，男性声音逐渐确立了它的权威，形成了话语霸

权，并往往与意识形态话语保持着某种一致性、合谋化。男性“话语霸权”标志男性声音的强势地

位，它对女性世界具有绝对的规范和控制权，男性声音既是社会和文化的主流、主导、主体声音，也

是女性被历史遮蔽、被写、被消费的主要原因。男性话语霸权的地位、功用的确立在于它在几千年中

所形成的相对稳固的话语体制和话语秩序，人类只有在此种体制和秩序中发出的声音才被视为真理，

否则就会被视为大逆不道。对于女性而言，可悲的不仅仅因为男性的话语暴力的压迫，更在于在这种

压迫下“中心话语”已被内化为女性的自觉认同。现代启蒙主义、中国的新文化运动动摇了男性话语

霸权地位，女性从而获得了人权和文化权。女性声音伴随着现代文化变革的涛声“浮出历史地表”，

在男性大一统的话语场中，揳入了女性微弱的声音，预示着世界将进入一个多声部的新生态结构。诚

如季红真所说：“在中国封建社会的漫长历史上，女人是没有话语权的。《快嘴李翠莲》即是对这一

文化禁忌的形象叙事。‘五四’新文化运动，首先冲决的就是这一堤坝。一代先行者办女学、办女

报，走上街头讲演，女性写作蔚然成风，第一次空前壮观地汇聚出女性群体的声音。男女平等终于进

入了国家意识形态的语言象征秩序。”[4]（P140）所以，从某种意义上说，人类社会就是经由了女性

的被崇拜、被神化，到无身份的“类失语”，再到“语言空缺”和“自言自语”，直到冲破男权话语

的遮蔽发出自己的声音的艰难历程。 

    五四时期的女作家以群体式的阵容问世，与娜拉那强烈的关门声遥相呼应，呐喊着“不自由，毋

宁死”的宣言，“打出幽灵塔”，冲出父亲的家门，开始了她们集体争夺话语权的斗争。正如某些评

论所概括的那样，五四时期的女性声音虽然呈现一种“非理性的”、“碎片式的”、“自听自话”的

态势和特征，但清楚地表明她们已经开始了“寻找自己声音的历程”，并且初步确立了自己的话语

权，找到了适合表达“自己的声音”的话语方式和文法结构。女性不再按照男性话语方式和结构去表

达自己，这本身就是在实施话语颠覆策略。她们首先使用的叙事策略就是为自己设置了一件“隐身

衣”——书信体、日记体、自传体，以抵御男性中心强行干预的目光。现象学家认为，“书信体”属

于“孤独的心灵生活中的表述”，是一种“自听自说”的话语方式。18世纪英国女性小说，中国五四

时期女性文学多采用“书信体”、“日记体”、“自传体”，从不同的时空证实了女性对文体表达方

式的选择，就是对话语权有了自觉性和自主性。所以，在这一阶段，女性说什么、怎么说似乎并不重

要，重要的是“我要说！”“我可以说！”“女人、痛苦、表达，在这里，就是全部。”[5]  

    进入20世纪三四十年代，女性声音经历了五四新文化运动的洗礼和新文学第一个十年的历练，从

迷茫、彷徨中走出来，由激情、狂热的“宣言”阶段向理性反思阶段发展。知识女性完成了“莎菲”

式的个人主义的自我心灵突围，不再整天把死啊、活啊等字眼挂在嘴上，由追求新女性的个性解放投

身民族存亡的民众斗争中，性别意识的内涵随之发生了转变，即自觉放弃女性的性别角色身份，适应

时代和历史要求，认同男性、兵士、英雄等阳刚化的人格文化符号，劳工妇女、女兵形象、女革命

家、女启蒙者等艺术形象成批量地出现在女性文学中，体现了新文学重大主题转型的实绩。女性文本

即女性声音被注入了时代的、民众的浑宏、高昂的旋律，音域更加宽厚、有力。“在这个伟大的时

代，我忘记了自己是女人！”“做一个与男儿并驾齐驱的女子汉！”——时至今日，“时代女性宣

言”还回荡在历史的天空。女性声音与民族、国家的宏大叙事和弦，谱写了那个时代独有的女性文学

篇章。 

    如此质素的女性声音一直延续到新中国文学。“十七年文学”中，女性声音至少在公共话语场合

被彻底地淹没了，女性文学被意识形态化、一体化、无性别化，呈现出“无性化”、“隐形化”特

征。女性声音被公然、合法遮蔽的结果是女性不得不再次重复历史的悲剧：主动放弃女性的性别角色

身份，努力反省所谓的“小资情调”，用自己的“灵魂改造”确证无产阶级对文化领导权的巩固。尽

管经过了近半个世纪的“寻找自己声音”的奋斗，女性再一次把自己的声音丢失在寻找的路上，耐人

寻味的是连女性自己都弄不清“自己的声音”究竟为什么丢失和丢失在什么地方。当我们在新的接受



语境下，重读韦君宜解放后的小说《女人》时，历史的图景再次出现在我们的眼前——尽管新社会到

来了，尽管“男女都一样了”，但是女主人公林云却不得不为争取工作权、争取独立人格权而效法易

卜生笔下的娜拉，冲出了并非“海尔茂”、却酷似海尔茂的丈夫的家门 （林云：“我不一定是娜拉，

你倒有点像海尔茂！”）。我们又一次听到了娜拉们反叛的关门声，历史在这里出现了惊人的相似之

处，女性文学也又一次捡起了那个从五四时期就展开的沉重的文学主题。 

    “文革”时期，在一切都以“路线正确与否”的社会文化尺度丈量之下求生存的境遇里，女性声

音要么转入地下，要么在合法的语境中“假化”，要么被扭曲为“三突出”的注脚。在这个民族文化

惨遭洗劫的时代，在极左路线动辄施行“钳口术”的话语禁忌中，女性声音也必然彻底喑哑了。在女

性寻找自己声音的历史上出现了沉默、失语的阶段。无话可说、不知所云.并不意味着不想说，这也正

是当新时期到来的时候，女作家笔下为什么会连连发出疯狂的呐喊和尖锐的质询。舒婷在她的诗中写

道：“当一个柔弱的名字被烙在我的额上/我疯狂地高叫着‘不！’”宗璞借鉴西方荒诞主义文学技

巧，向“革文化命”的历史发问“我是谁？”钟雨无法忘记柏拉图式的精神之恋的神圣，舒贝冲破禁

锢迎来“爱的权利”；从“寡妇俱乐部”里传出的无奈的“国骂”声，到“独身女人卧室”里性意识

的觉醒，从历史的宏大叙事到个人化写作和“身体叙事”，女性声音由失语，到嘶哑的挣扎，再到

“飞翔的语言”和“语言的飞翔”，女性在众声喧哗中终于找到了自己的声音，更为重要的是她们迎

来了一个可以以各种调门、各种音质发声的时代和这个时代赋予她们的言说权。 

    正是在这一基础上，新的社会文化的、审美的女性声音的理想结构被想象和描绘出来——超性别

的女性声音、生态美学观照下的女性声音。当人类的社会真正朝着“两性同体”的和谐境界发展的时

候，我们相信在声音场域中也将由长期的“男权中心”和“异声相斥”，升华为男女同声、“鸾凤和

鸣”的理想境界。伍尔夫当年对于西方两性世界的理想图景的想象，恐怕不会是永远的神话。 

    应当指出，对声音权利的争取绝不仅仅是女性自身的斗争目标，它是所有丧失话语权的性别、阶

级、种族或其他弱势群体的奋斗目标。“对于当代女性主义者，没有任何哪个词比‘声音’这个术语

更如雷贯耳的了。这个词出现在历史、哲学、社会学、文学和心理学中，贯通不同学科和理论的不同

观念。许多书的标题宣称发出了‘另一种声音’和‘不同的声音’，或者重新喊出了女性诗人和先驱

者‘失落的声音’；古今的虚构人物，现实中杰出的或默默无闻的女性都在齐声呐喊，令人肃然起

敬。其他一直默不作声的社会群体——比如有色人群，挺身反抗殖民统治的群体，男女同性恋者，也

开始通过写作或谈论的方式表达出‘应该发出的声音’的紧迫性。尽管有人对‘声音’这一说法提出

尖锐的质疑，认为这不过是人文主义的虚妄之说，但是对于那些一直被压抑而寂静无声的群体和个人

来说，这个术语已经成为身份和权力的代称。”[6]（P3）因此，“声音”首先是一个文化范畴的概

念，含有男性和女性的性别文化身份差异在其中的话语权利。言说和言语的发声者拥有“声音”的权

力，说或不说、说什么或不说什么、这样说或那样说都是他 （她）的自由和权利。 

    二 

    “女性声音的诗学”承担着在叙事学范畴研究女性文本性别话语立场，叙事身份和叙事视角、叙

事艺术的学术使命。 

    “声音”在叙事学范畴，是一个非常重要的概念。《虚构的权威——女性作家与叙述声音》一书

的译者黄必康先生指出：“‘声音’即是女性表达地位和权力的能指，用以消解男权话语霸权的逻格

斯中心。另一方面‘声音’又是叙事学的一个重要范畴，表述为‘叙述声音’。它指叙事作品中的讲

述者，以区别于叙事中的作者和非叙述性人物。叙述声音是叙事结构的一个形式因素，不具有政治和

意识形态的指涉意义，因而不载负着社会关系。”[7]（P117）我们可以把它视为对原作的准确理解和

阐释。原作是这样说的：“在叙事诗学（即‘叙事学’）里，‘声音’这一术语的意义虽然更狭窄一

些，却同样至关重要。它指叙事中的讲述者（teller），以区别于叙事中的作者和非叙述性人物。”

[6] 林丹娅在《当代中国女性文学史论旷自己的声音——霸王别姬式的颠覆”中指出：“在美国批评

中，‘声音’经常指一位作者的作品的独特品质。在法国批评中，‘声音’经常指叙事者的身份与位

置。无论是前者还是后者，二者内涵都可适用于考察她们此时文本写作的情况。”[8]（P127）女性叙

述之所以不同于男性叙述，首先在于叙述乃女性的生存之道，就像《一千零一夜》中讲故事的山鲁佐

德的命运一样，只有不停地讲下去，她才可以免去一死，正所谓“讲述即生存，沉默即死亡”。对于

女性而言“叙述如同呼吸和血液一样是人性的一部分”。 

    “语言在其本质上与人的‘自我意识’是同构的。”“拥有一种声音，就意味着拥有一种生

活”。“宁鸣而死，不默而生”，就是胡适先生为反抗旧文化的压迫而发出的变革之声。那么，女性

语言与“女性意识”也应当是同构的。20世纪女作家的写作生涯及其文化意义，几乎无一例不昭示着

这样一个真理。谢冰莹四次逃婚，以自来水充饥，仍在坚持写作，写作是她唯一的生存选择；丁玲虽

曾以卖文为生，但她绝不卖“女”字，女性人格是她的价值选择；冰心以“爱的哲学”烛照她的诗文



创作，张爱玲则以“最后的贵族”的落寞心态创造了她笔下“为谋生而谋爱”的女性……20世纪女作

家无一不是用自己的笔、自己的声音证明了自己的存在，张扬生命的独特价值。女作家的生存境况、

价值取向、审美理想贯通在女性文本——文本女性——女性阅读这一审美创造系统中，自我写照与艺

术虚构界线难以区分。冯阮君与镌华、冰心与“新贤妻良母主义”、丁玲与莎菲，谌容与陆文婷、伊

蕾与独身女人，同样都那么真实，都是女人的“真面”。声音作为女性心声的真实记录，是她生存意

义的符号和代码。 

    在创作领域中，声音的高低起落、抑扬顿挫揭示性别与叙事的关系。性别叙事的差异性体现在多

方面，男性叙事总是与宏大叙事、主流叙事联系在一起，而女性叙事总是等同于边缘叙事、模仿叙

事，甚至用身体叙事。宏大叙事、主流叙事就是要为历史作证，为社会代言，自然意味着崇高、大

美。反之，边缘叙事、模仿叙事常常意味着个人化、私化，小女人气，是不被主流文学史所接受的

“另类”。伍尔夫指出，历史上的女作家在其尚未确立独立的话语体系时，“她们屈从于权威，其想

象变得或太男性化，或太女性化，从而失去了自身的完美整体性，也即失去了艺术的根本的品质。”

[9]（P181） 

    女性在寻找自己声音的不同阶段，总是要不断地变换策略，寻找声音的合法性和独特性，“以血

作墨”，用“飞翔的语言”叙事就是一种发声的策略。“身体叙事”作为西方女权主义颠覆男性“话

语霸权”的武器，于20世纪末登陆中国文学界，被视为声音的“另类”，即不谐和之音。国内文学批

评界对深受西方“身体写作”思想影响的“身体叙事”给予了各种各样的批评和阐释，甚至有批评文

章称此种现象为“下半身写作”、“肉身写作”，极尽嘲讽之意。因此，我们有必要对这一“异声”

做一辨析。 

    所谓“身体写作”是有理论来源的，而不是所谓“美女”作家的杜撰，其原创不在中国，而在法

国。它直接来自于爱莲娜·西苏的女性主义写作观。在《美杜莎的笑声》中[10]（P188-211）她指

出：“妇女必须把自己写进本文——就像通过自己的奋斗嵌入世界和历史一样。”“妇女必须通过她

们的身体写作，她们必须创作无法攻破的语言，这语言将摧毁隔阂、等级、花言巧语和清规戒律”。

“飞翔是妇女的姿势——用语言飞翔也让语言飞翔。”身体作为语言是实在的，是男性话语霸权只能

干预，却无法替代的女性话语。事实上，在西方女性身体叙事的理论没有登陆中国批评界的时候，我

们在鲁迅的笔下，就已经看到了中国化的“身体叙事”。在《颓败线的颤动》中，鲁迅将一个“垂老

女人”的身体声音纳入了他所营造的声音意象系统，为我们绘出了一个衰老女人双手冲天，发出无声

呐喊的历史图画。“身体叙事”作为颠覆男性声音暴力的独特武器，具有彻底的女性主义倾向。问题

在于，女性主体如何去把握和应用这种武器，才更具有准确而强大的“杀伤力”，包括自省力。因

此，我们在讨论问题时应当尊重其语词的原创者，不应该曲解、变异其原意，以免影响批评的有效性

和科学性。 

    其次，应当肯定的是“身体叙事”这种“异声”不仅对千百年来已成定势的“男权话语”霸权起

到了直接的颠覆作用，而且此种叙事立场和姿态也是对基本已成定势的女性“模拟话语”（即指“女

人操持男人腔”现象）的冲击，应当承认“身体叙事”比起传统的女性文学创作少了一些掩饰和模仿

的味道。 

    再次，毋庸讳言，“身体叙事”的创作姿态和文本内里掩饰不住的矫情，损伤了女性的尊严。而

且此种写作自觉地、坦白地与市场经济接轨，商业目的明确，这一点与港、台的某些女性写作相类

似。这一现象既体现了开放的文学观念，也暴露了“文化暴发户”的急功近利倾向。 

    第四，应该看到“身体叙事”的作者和作品，也有高下优劣之分，其社会影响、审美效果在同类

作品中也是有差别的，所以具体作家作品要具体分析，其中也不乏好作品和很有才华的新人。当然，

由于世纪末的“消费主义”、“世俗主义”、“拜物主义”等思潮的冲击，由于对西方女权主义理论

的理解、把握、接受的偏差，由于个人的文化品位和审美情趣等多重因素影响，“身体叙事”出现了

许多明显的负面影响，在不同程度上堕入了她们极力颠覆的男性欲望的陷阱，在反叛传统的同时也葬

送了女性文学的美学精神，甚至主动地为自己套上一副商业化的“黄金的枷”，在试图发出自己的声

音的时候“走了调门”。这些都应当视为女性文学中的不谐和音，“女性声音的诗学”有责任、有理

由对其做出必要的批评和指正，让女性声音更具真实美质。 

    三 

    “女性声音的诗学”不仅把声音视为女性的文化生存权和文本的叙述范畴，同时也把声音、女性

声音视为审美意象来加以观照。如果说探讨“女性声音与生存”的关系的核心是女性话语权，即女性

要不要说话，那么，女性声音意象的营构，则属于怎么说的问题。 

    女性声音的诗学，首先从文化哲学层面关注女性声音意象的主题学意义，把女性声音意象视为女

性争取话语权重大意义的文化符号。 



    人类的听觉器官在接受外界的声响的时候，原本就是被动的，而女性特殊的生存境遇和文化属

性，决定她们对声音的体验和接受就更为被动，对那些来自于强势的声音格外敏感、恐惧，但由于女

性的身体与灵魂的同一性，她们对于天籁之音、自由之声的接受则更为悦然而细腻。一方面，作为霸

权的声音意象，像一个巨大的、高分贝的噪音网，鼓噪在女性的文化记忆中。“女子无才便是德”、

“女人，你的名字是弱者”等声音，钳制着女性不得言说；另一方面，“我是我自己的”、“不自

由，毋宁死”，“打出幽灵塔”等声音，又仿佛一个个火炬，导引着女性呐喊着前行。说或不说、说

什么和怎么说，在意义和形式上，从没有哪种文学现象如同女性文学那样统一得如此紧密。 

    被称为美国黑人女作家之母的沃克，在她的《紫色》这部小说中，即创造了视觉意象——紫颜

色，一种象征着贵族颜色的色彩意象，把它作为女性摆脱蒙受三重压迫（阶级、种族、性别）的理想

符号，我们完全可以把“紫颜色”视为黑人妇女为之斗争的一面旗帜。在这部作品中，沃克不仅成功

创造了视觉意象，赋予它以深刻的意义内涵，同时，她还成功地营造了声音意象，并为这声音意象注

入了深远的历史、文化以及生命的意义。沃克在作品中成功地创造了“歌唱”这一声音的意象，“一

种反抗和寻找的声音”构成了这一声音意象的主题。她在作品中不仅让她的主人公冲破禁忌，开口说

话，而且让她成为歌唱家，在音乐的旋律中发出属于自己的心声。“歌唱”作为黑人历史、文化的一

个重要符号，被一些黑人作家赋予非洲流民在漂泊、流浪中追根寻祖、确立自我的主题意蕴。《紫

色》对这一具有隐喻意味的古老的黑人文化符号进行了女性主义阐释。“歌唱”这一意象代表黑人女

性反抗种族歧视、反抗父权社会，发展和完善自我人格，努力寻找自由和幸福的声音[11]（P108）。 

    20世纪女性文学中声音意象的创造，充分体现在改写男性声音控制和干预的女性声音的历史。她

们以自己的声音打破已成定势的故事结构，在“弑父”的同时，重塑母亲形象，改写“女性没有真

面”的历史。袁昌英从乐府《孔雀东南飞》中，听到了男权中心的“恶声”——把男女主人公的悲剧

根源转嫁在寡妇婆婆身上。同时她也隐约听到了作为一个寡妇备受煎熬的痛苦和不平之声，这种心灵

的“倾听”形成作家改编《孔雀东南飞》的文化心理动因。她决定为婆婆“翻案”，她要重塑一个既

是婆婆、又是寡妇女人的崭新的艺术形象——“叛天之徒”。在改编后的作品中袁昌英借姥姥与婆婆

对话的方式，让这个“叛天之徒”终于发出了“天问”：为了村头的那座贞节牌坊，我们一辈子都在

同自己的心作战，你们听到了么！戳穿了所谓“贞节牌坊”强权、虚伪、吃人的本质。 

    同样的声音也贯穿在沈祖棻的《马嵬驿》和张爱玲的《霸王别姬》中。她们让一向以男人为本的

虞姬在霸王四面楚歌之时，终于觉醒了，让她清醒地意识到“以男人为本”的悲剧结局及其实质。两

部作品在改写“霸王别姬”的故事原型时，没有延展故事的主题和主题人物，而从根本上反弹琵琶，

把主流话语中甘于殉葬的女性重塑成终于看穿了霸王及以其为代表的男权势力的本质，成为一个死得

明明白白的女人。贞节牌坊面前的“天问”也好，四面楚歌时的心声也好，构成了女性声音隐形意象

的内在颠覆力，从根本上清算了男性中心声音对女性的历史性强暴，传播了女性真实的声音。在这

里，鲜明地标示出男性与女性因为话语立场不同、讲故事的结构不同、言说方式不同，从而导致同一

题材、同一形象在主题指向上的性别文化差异。 

    其次，女性声音的诗学聚焦女性声音意象的形式意义，以辨析它与男性创作主体所营造的意象的

差异性。林白的《妇女闲聊录》，在评论界引起反响，意义是多重的。一种观点认为《妇女闲聊录》

体现了“平民写作”态度，林白终于从“一个人的战争”，的纯粹私人写作走上了平民关怀的写作道

路。这显然运用了“知识分子写作”与“底层写作”相对立的评论理念。另一种观点说《妇女闲聊

录》“改写了文学观念”，突破了典型化乃创作的一般规律的观点，视非典型的“闲聊”为文学。笔

者以为这些评说，都很正确，每种观点在自己的相位上都说出了它的合理性。但是，如果从女性声音

的诗学来阐释《妇女闲聊录》，是否更容易切题呢？ 

    从林白自己的表白中，我们可以倾听作者的心声：“多年来我把自己隔绝在世界之外，内心黑暗

阴冷，充满焦虑和不安，对他人强烈不信任。我和世界之间的通道就这样被我关闭了。许多年来，我

只热爱纸上的生活，对许多东西视而不见。对我而言，写作就是一切，世界是不存在的。”[12]

（P48-49）从这里我们不难看出，在林白的观念中“文字的世界”是一个封闭的、虚拟的、无声气

的、适于自我生存的世界。这一言论恰好道出了女性群体对“他者”声音的恐惧心理，暴露了男性声

音暴力倾向对女性心理所造成的巨大伤害，在女性心里男性声音实际上仿佛一个“巨兽的阴影”，只

要你出声，随时都可能遭受灭顶之灾。这也许正是女性化的个人写作、私化小说生产的原动力。如何

冲破“巨兽阴影”？林白终于敞开了她的语言世界，把自己的声音转换成一个外来的“介入者”的讲

述，以主人公木珍这个来自农村的妇女和其他妇女在一起闲聊，建构了一个“乡村故事”，一个纯粹

的妇女故事。我们可以想象，一个没有经过写作和演讲训练的农村妇女的讲述无疑最具原始性，也最

具女性语感。木珍讲述的目的是什么，并不重要，重要的是讲述，跟着自己的感觉讲述，无禁忌、无

逻辑、无章法、无修辞，一切都那么自然。女性叙述的最自由境界、最大快乐不正是此在的状态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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正如林白自述：“《妇女闲聊录》是一个有生命的东西，像一株野生的植物，蓬勃、顽强，它自己拔

节，按照自己的样子生长，谁都不能修剪它。在叙述中，你不得不变过分的主动为有节制的被动，把

自我的自由和他人的自由融为一体，复制他人的狂欢从而获得自我的狂欢。而狂欢精神正是我梦寐以

求的。”[12]（P48-49） 

    所以从林白的转变，准确地说是心理突围，我们看到了“闲聊”的声音意象，实为女性叙述的全

方位变革——突破作者自我、突破女性身体叙事的飞翔、突破男性话语中心，构建了以“闲聊”为象

征的女性声音意象。 

    最后，我们还必须清醒地意识到，并非所有的女性写作、女性文本都能顺畅地发出自己的声音。

真正的女性声音是在表达女性经验的基础上，确定女性的主体价值立场，也就是说既要有女性经验的

叙述，也要有对女性自身主体价值的体认。“仅有女性经验而缺乏对女性主体价值的体认，就会通过

女性的笔发出父权制文化的声音，以达到与主流意识形态的妥协，如《东方女性》（航鹰）、《飞去

来》（戴晴）、《一路风尘》（王小鹰）等就是这样的例子。”伍尔夫将“修正自己的价值观，迁就

他人”的妇女小说比喻为“瘢痕累累的小苹果”[13]（P10）。可见，性别身份、性别立场与叙事倾向

的关系是一个复杂而微妙的问题，其答案需要从创作和评论两个路向出发不断求索，它理所当然地需

要女性和男性的共同努力。总之，女性声音的诗学张扬女性生命本体的性别语言，真正昭示了性别意

义的关键所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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